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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人生的最後8年，為曾受過日本皇軍殘害凌辱的自己和同胞爭取公義，以 殘缺的身軀奔走多地，用盡自己每一口氣作了最有尊嚴的奮鬥。 

3月29日上午7時55分，袁竹林婆婆走完了她83年的人生道路，溘然與世長辭了。噩耗傳來，我們香港「史維會」和「保釣行動委員」同人都為這位8年多來與我們並肩作戰、向日本就戰爭罪行追討「謝罪和賠償」的摰友的逝世，感到無限哀傷和悲痛！袁婆婆是中國第一人以大無畏的勇氣站出來，面對社會和傳媒，為自己被日軍在侵華期間逼作慰安婦的一段悲慘歷史作證。她以人生的最後8年，為曾受過日本皇軍殘害凌辱的自己和同胞爭取公義，以殘缺的身軀奔走多地，用盡自己每一口氣作了最有尊嚴的奮鬥。今天縱使如願未償，她總算對自己個人和民族歷史有所交代，悄悄然安詳地離去，但卻遺下歷史的重擔與我們仍活的一代，我們的心是多麼沉重！在她逝世剛100天，我謹以這篇短短的悼文，回憶以往8年中我和袁婆婆一起奮鬥的光景。 

98年，保釣行動委員會計劃邀請幾位住在山西而正透過日本正義團體的協助、向日本政府興訟的前「慰安婦」到香港參加我們的九一八研討會，但她們卻受到官方阻撓無法成行。當時，我只得求助於在北京負責聯繫的童增(在90年代初曾發動人大代表聯署，在人大提案要求日本道歉賠償而名噪海外的一位老人權益工作者)，他答應安排一位尚未成名住在漢口的「慰安婦」受害人以旅遊身分到港，這個決定改變了袁竹林人生最後8年的命運。 

8月上旬，袁婆婆和養女程菲到了香港。與她詳談後，她說願意開記者會，把屈在心中50多年自己被迫當「慰安婦」的遭遇向社會人士訴說，做一件身在大陸的受害人不能做的事。面對30多個電視和相機鏡頭，她起初顯然有點緊張。但當開始訴說自己的身世故事時，她便禁不悲從中來，不斷下淚但仍以沙啞的聲音說下去…… 

「在日佔時丈夫失蹤，3歲大的女兒和60多歲的父親因缺糧捱餓，自己只得拼命找工作，卻被騙到鄂城的一個軍區中『洗衣服做雜務』，但竟然與10多個少女被困在一起，被迫當『慰安婦』，每天被數位甚至十數位日軍輪姦，如不服從，便被慰安所負責人打得遍體鱗傷，有了身孕便被迫作『青蛙跳』來自然墮胎，如未果，則要服藥打胎，這使自己胎部受創，日後無法再受孕。在慰安所期間，女兒、父親都死了。其後，再被一日本軍官獨佔，搬到一酒家中住但要經常陪酒陪宿。最後與一位因厭戰逃役的日本士兵相愛而一起逃跑，並躲藏起來過極簡單、艱苦和安靜的生命。戰後，這位日籍愛人要回日本，但自己是中國人，故不願相隨，與戰爭結束和平來臨而永別了……」 

袁竹林淚的控訴帶來不少社會迴響，個多星期內，我與她出席了多個電視電台節目、報章專訪、大學以至街頭講座。袁婆婆悲哀的控訴，使聽者傷心，聞者流淚。袁婆婆的故事很快傳到海外，正藉世界史維會準備在多倫多召開世界大會，並計劃請一些戰爭罪行受害人和義助團體出席發言。當時負責人指已有菲律賓和韓國的慰安婦受害人答允出席作證，卻十分希望袁竹林能代表中國的受害人出席作證。袁婆婆當時持雙程證來港，簽證亦快過期，又怎有護照出國呢！我們雖極想協助，亦苦無良策。我最後便親自聯絡加拿大當時的亞太區事務部長陳卓如(他是溫支聯的成員)，我亦親訪加國駐港領事懇切求助。最後，加拿大政府外交部罕有地發出了一張「部長證書」，作為袁竹林一次入加的證件，附帶條件是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必須陪同袁竹林入境和離境，我便在上旬帶同袁婆婆(義女只能留在香港)遠赴加拿大參加會議去了。 

在多倫多短短的3天中，令袁婆婆印象最深刻和感動的，不單是大會與會者對她發言的熱烈回應(與會者不少為袁婆婆的身世下淚)，而是很多人對她的關懷、慰問和尊重；她走每一步路都有人扶她；短短一天收到大量捐款(當然以她的生活水平來算)，推也推不了。多位義工亦熱情地帶她遊覽多市及尼亞加拉大瀑布，難怪她說幾十年來(除了養女外)從來沒有人這樣關懷和愛護她。 

有些熱心的加籍人士，包括議員，更建議袁婆婆留下，他們會盡一切努力爭取她能以人道理由在加國居留，袁竹林都一一堅定和禮貌的謝絕了。 

在回航時，我對她說： 

「婆婆，妳真的不想留下嗎？」 

袁竹林回答說： 

「我留下便使你難堪了，而且我不想他們以為我為了離開中國才說出我的遭遇。」 

她這兩句有尊嚴的話，使我畢生難忘！ 

不久袁竹林回到漢口的老家。99年3月便傳來了她受到左鄰右里對她公認是「慰安婦」的行為表示極歧視的態度，據說她經常聽到有人在身邊路旁罵她是「日本鬼的婊子！可恥！」。在香港曾專訪袁竹林及日後以她的故事著述了《煙花三月》一書的名作家李碧華，為此寫信向武漢市上海街出所投訴。其後，聽說管轄袁竹林居住的街道委員會曾就此事做了工作，促使曾侮辱袁婆婆的一些人士親自向她致歉，並助她「洗衣打掃」以表誠意。 

在2000年，袁竹林婆婆被邀出席在東京舉行的向日本檢控的國際審裁署，作為「慰安婦」罪行的控方證人。隨後她再到訪過香港，短住期間，她在史維會成員的陪同下到過多所中學演講，席中有一位中學同學帶領淚說： 

「婆婆，不要難過，我們支持您取回公道！」 

在香港的日子中，袁婆婆與我們的義工相聚時甚為歡欣，經常說笑，但卻間中因一些意料不到的小事而時有很大的情緒起伏。據我們為她作檢查的醫生說，袁婆婆因以往的刺激而有精神創傷後遺症。不過，據女兒程菲說，她與我們相處的時光，是她過往四五十年最快樂的日子。 

01年袁婆婆再訪港出席史維會在香港城大與中國研究中心合辦的亞太區日本戰爭罪行見證大會，這個大會是按「抗日聯」創辦人杜學魁校長的遺願而舉行，亞太多國以至澳歐美加等地都有受害人和支援團體出席。袁竹林及來自其他國家的慰安婦的證言亦購成了我們的「口述歷史」紀錄。那一次，我和袁婆婆單獨交談了一次，她說生活還可以，但仍希望再有機會出國，為「慰安婦」多做一點事，我答應帶她去台灣作證。但其後因為事忙，我都沒有落實對袁婆婆的承諾，對此我甚感遺憾！ 

05年8月，為紀念二戰結束和抗戰勝利50周年，史維會和保釣會籌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袁婆婆亦被邀出席發言，但多位內地答應出席的講者則因為政治理由而臨時缺席。8月15日是「終戰紀念日」，兩位高齡的戰爭罪行受害人，其中一位是袁竹林，坐輛椅參加了我們在維園的集會，並從維園遊行至中環的日本領事館。在這兩個小時的遊行中，我一直推袁婆婆走過了香港最繁盛的街道，想不到這竟是我護送她的「最後一程」！ 

袁婆婆逝世後，她女兒程菲告訴我，一個月前內地慰安婦問題專家陳麗菲教授曾致電袁婆婆，諮詢她是否願意接受日本亞洲婦女基金會的一筆恩恤金。其實這個基金是1996年由日本多個財團籌募了1000億日圓(約10億美元)而成立，並由前首相村山富市當會長。當時，日本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屬下專責小組就有關慰安婦的調查報告發表後所引起的國際輿論下，只得承認慰安婦是一個日軍有系統地犯下的戰爭罪行，但日本的國會卻拒絕通過謝罪議案和立法撥款向受害人賠償，亞洲婦女基金的成立，便是希望以向每位「慰安婦受害人」民間捐獻2萬美元來解決問題。2萬美元對一位生活清貧的老人來說，是一筆十分可觀的錢財，但袁竹林卻斬釘截鐵地說： 

「這些錢我不拿，餓死也不拿，拿了要叫中國人丟臉！我的小女餓死了，我不能生孩子，我這一輩子的苦能用錢買去嗎？為什麼我們對日本的訟訴都敗訴了？為什麼日本不能向我們這些老人道歉？我國政府為何不替我們說話？我要活到日本正式道歉賠償！」 

袁婆婆終於不能活到討回公義的一天，但她的奮鬥卻確立了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尊嚴，她悄悄地、安詳地走了！我們卻要堅定地承接歷史的責任，為苦難的上一代，完成追討公義的良心事業！



